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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稿

《礼运》首章再考辨

□吴　飞

摘　要：《礼记·礼运》首章大同小康之辨，是现代中国思想中最受重视的《礼记》篇章，从康

有为、郭沫若等以来，不断得到阐发；而对此篇的文本研究，随着相关出土文献的发掘，在现代学

术中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也出现了许多争论。本文首先清理了《礼运》的文本问题，认为虽然

《孔子家语·礼运》未必是王肃所伪造，但其成书不会在小戴《礼记》之前，而其中的大同、小康之

别仍然是成立的。但是，在义理诠释上，康有为以大同、小康附会公羊三世说，并以西方乌托邦思

想进行诠释，却是完全误解了《礼运》首章的本义。按照礼学本身的脉络，大同之世并不是取消家

庭、财产共有的时代，而是不需要特别制礼，人民也可以按照礼义行事的大质之时；小康也并不是

所谓的阶级社会，而是在已经不再那么质朴之时，建立起来的理想礼制社会。我们需要从礼学本

身的思路来理解大同、小康之辨，而不能牵强地附会于西方乌托邦思想。

关键词：礼运；大同；小康

作者简介：吴飞，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现代中国思想中，最受重视的《礼记》文本莫过于《礼运》一篇，尤其是其开篇的大

同、小康之论，由于康有为、郭沫若等的创造性诠释，对百年来的中国思想有着至关重要

的影响。但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随着出土文献的发掘以及对《孔子家语》的重新重

视，人们对《礼运》文本的认识大为改观。在目前的学术界，康、郭那样的诠释方法已经基

本被抛弃了，但究竟该如何理解《礼运》一篇，又成为一个新的问题。笔者认为，《礼运》虽

然并没有康、郭等所认为的那种乌托邦思想，但其中仍然体现出关于礼的演进的重要问

题，这在礼学思想中非常重要，而且与汉唐礼学的历史性理解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本文

就是理解《礼运》文本与义理的一个尝试。

一、《礼运》诠释中的问题

《礼运》作为小戴《礼记》中的一篇，于刘向《别录》属“通论”。郑康成注：“《礼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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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记五帝三王相变易及阴阳旋转之道。”孔颖达对比《曾子问》和《礼运》说：“不以子游

为篇目者，以曾子所问，事类既繁杂，不可以一理目篇，子游所问，唯论礼之运转之事，故

以礼运为标目耳。”礼之变易，礼之运转，当然是礼学研究中至关重要的问题，在汉唐经学

中，这是比较受重视的一篇礼学文献。但从宋代以后，却不时有人对它提出质疑。如北

宋李清臣说：“尝观《礼运》，虽有夫子之言，然其冠篇言大道与三代之治，其语尤杂而不

伦。”他的质疑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以天下为公、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为大同，以各

亲其亲、各子其子为薄俗，而不以君臣父子之伦为永久不变；第二，认为人伦的确定是“起

兵作谋贼乱之本”；第三，郑注引老子之言，薄礼而厚忠信。他自己认为：“有天地则有生

民，有生民则有情欲，有情欲则有争夺，民与天地同时而生，情欲与民同时而生，事与情欲

同时而生，故虽太古不能无事。”①即，不存在《礼运》中所谓的大同之世，礼与天地并。其

后陆续有学者给出类似的批评，如石梁王氏②、陈贜等，虽并不完全同意李清臣的理解，但

都认为《礼运》中的大同、小康之论混杂了老庄之说③，甚至梁漱溟都觉得，《礼运》一篇不

符合孔子的思想。④而随着宋儒析出《大学》《中庸》两篇，《礼运》的地位更变得晦暗不明。

但在康有为之后，《礼运》的地位却得到了空前的提升。康氏１８８４年刊行的《〈礼运〉

注》结合了公羊三世说与西方乌托邦思想，认为《礼运》中的“大同”就是太平世，“三代之

英”的“小康”就是升平世，而孔子自己生活的时代是据乱世。他说：“夫有国，有家，有己，

则各有其界而自私之，其害公理而阻进化，甚矣！惟天为生人之本，人人皆天所生而直隶

焉。凡隶天之下者皆公之，故不得立国界，以至强弱相争；并不得有家界，以至亲爱不广；

且不得有身界，以至货力自为。”⑤后来在《大同书》中，他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详尽描

述了大同社会重消灭私有制、国家、家族等之后的状况。

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郭沫若继承了康氏的说法，将大同之世理解为盛行普纳

路亚式母系婚姻制度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而小康就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产生之后的

阶级社会。⑥两位先生所用的名词虽然不同，但以西方世界历史观来理解《礼运》的方法，

却是完全一样的。而且，两位先生对大同、小康的理解，也直接继承了李清臣以来的理

解，即认为大同之世是一切公有、没有家庭，因而没有父子君臣之礼的，只不过因为立场

和标准不同，他们没有像李清臣那样批评这一段，反而认为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思想

资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李清臣：《礼论（下）》，收入《宋文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１８卷，页１９ａ—２１ａ。

据吴国武兄考证，此人名王时潜，号石梁。

均见于陈贜：《礼记集说·礼运》。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０页。

康有为：《礼运注》，《康有为全集》第五集，姜义华、张荣华编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５５５页。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４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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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也非常重视《礼运》一篇，像康、郭二先生一样，他也试图用西学思想理解大

同、小康之辨，只是认为大同之时的禅让制寄托着孔子类似于民主制的理想，而其经济方

面的平等则有类于社会主义，小康之世则政权在私。但牟先生有一点不仅与二先生不

同，且与李清臣以来的理解都不同，即，他并没有认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指的是

没有家庭，因而没有父子之伦，否则如何解释“男有分，女有归”之意？二先生也已经清楚

地意识到了这个困难，康说“归”为“岿”字之误，郭说这两句为后世窜入。但牟先生只是

认为，这是配合经济、政治上平等的“普遍的德化意识”①，因为《礼运》中从来没有说过大

同之世要取消家庭，“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并不意味着不亲其亲，不子其子。张横渠

曾说：“既曰不独亲亲、子子，则固先亲其亲、子其子矣。”②牟先生显然深入分析了这一段

的逻辑。

《礼运》本来的主题“礼之运转之事”，康、郭二先生完全忽略了这一点，非常牵强地附

会于西方乌托邦思想。牟先生却没有忘记，这一篇的主题是“礼”，因而非常深入地分析

其中所描述的礼的历史演进：“实则此只是人文历史开始具定形之发展。在此发展中，有

礼以运之。故下文亟言‘礼之急’，言礼之最高意义及作用。此不但是言礼本身之进化，

而实是由礼之运以观历史之发展也。礼代表人之精神、理想以及人类之价值观念。如

是，礼之运即是历史之精神表现观也，即以精神表现、价值实现解析历史也。”③此说应该

是杂糅了黑格尔的精神概念，但牟先生借助于黑格尔的理论，却讲出了更加切合于《礼

运》研究传统的理解，远比康、郭二先生贴切得多。

对于李清臣以来的质疑，牟先生也有很深的思考。应该是借鉴了康有为以来的历史

哲学，他认为“大同之境界托始于尧舜，以为治平之道之最高理想，而此理想却并未实现

于已有之历史中”，既然大同之世只是政治理想，而非实有的阶段，牟先生就不会像李清

臣那样质疑文本的历史性叙述。他与李清臣一样，认为，“礼无时可缺，无时不须谨，即大

同时亦然，且其实现与表现将更多。”④大同之世并不是一个没有家庭和礼制的时代，李氏

的攻击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上，当然这误解也并非空穴来风，牟先生说：“于言三代小康之

局时，措辞稍有不妥，或令人有可误会之处，此即‘谨于礼’一句之所表示者。在小康之局

时，须谨于礼，则一方面礼似乎只是消极之意义，一方面似乎在大同时即可不须谨于礼。

此即措辞不妥，而可误引也。”⑤

牟先生的这几段话非常重要，他不仅打破了《礼运》现代解读的固有模式，而且已经

①

②

③④⑤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０页。

张载：《礼记说·礼运》，已收入《张子全书》，林乐昌编校，西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３３７页（从卫，

《礼记集说》卷五十四辑出）。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第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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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及了宋人以来对《礼运》的诸多误读。现代学者对《礼运》的理解，就肇始于宋人的误

读。牟先生的重要修正，为我们重新解读《礼运》中的历史哲学，指出了基本的方向。

二、《礼运》的文本问题

对经典义理的理解离不开对其文本的正确诠释。自从宋人对《礼运》的思想提出质

疑之后，清人进一步围绕《礼运》文本提出了质疑。

首先，邵懿辰提出《礼运》文本有错简，他说：“《礼运》一篇，先儒每叹其言之精，而不

甚表彰者，以不知道章有错简，而疑其发端近乎老氏之意也。今以‘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

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二十六字，移置‘不必为己’之下，‘是故谋闭

而不兴’之上，则文顺而意亦无病矣。”①邵懿辰的怀疑，仍然发端于李清臣的质疑，一方

面，他很喜欢《礼运》一篇，不肯把它当成老氏之书；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正视李清臣等人

的批评，于是通过改变文字顺序，来挽救《礼运》可能的道家倾向。今人徐仁甫和永良也

都延续了邵懿辰的说法，认为此处有错简。②

此外，《礼运》中所记孔子与子游的对话，也引起了很多人的质疑。如钱穆说：“考孔

子年五十一为司寇，子游年六岁，孔子五十五岁去鲁，子游年十岁，孔子与语大同小康，有

是理乎？后人犹有信《礼运》大同为真孔子当日之言者，皆坐不知论世考年之咎。”③这一

立论的主要根据，是《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说的，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基于这一理

由，很多学者认为《礼运》是后人托名之作，而非孔子与子游的对话，因而其中出现一些并

非孔子的思想，也就不足为奇了。

《礼运》中论小康一段，多有学者疑其有错简。除邵懿辰提出的之外，任铭善又认为，

“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应在“货力为己”之后，语义方顺畅。④

以上是前辈学者对《礼运》文本的主要疑问，虽然表面上看是错简与著作年代的问

题，但实质上都和对《礼运》义理的理解有密切关系。正是因为其义理不像儒家一般的说

法，所以大家怀疑其中要么文本有问题，要么是伪托之作。

在《礼记·礼运》之外，《孔子家语》中也有《礼运》一篇，但是因为长期以来《孔子家

①

②

③

④

邵懿辰：《礼经通论·论〈礼运〉首段有错简》，皇清经解续编本第１２７７卷，页１７ｂ—２０ａ。

徐仁甫：《〈礼记·礼运篇〉的误解与错简》，《晋阳学刊》，１９８５年第２期；永良，《〈礼记·礼运〉首段错简

应当纠正》，《西南民族学院学报》，１９９６年第６期，第７２—７３页。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０３页。

任铭善：《〈礼记〉目录后按》，齐鲁书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２４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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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被认为是王肃根据各种文献缀集而成的伪书，其中的《礼运》篇是受《礼记·礼运》影

响的。但近几十年来，由于大量简牍的出土，学术界对《孔子家语》的真伪展开了激烈争

论，因而也牵涉《礼运》的文本研究，我们也因此可以重审《礼运》的义理问题。１９７３年河

北定县八角廊汉墓出土竹简，①１９７７年，安徽阜阳双古堆也出土一批简牍，②均有与《说

苑》《新序》《孔子家语》重合的不少内容。③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简中也出现了与《礼记》

和《孔子家语》相同的内容。④

但究竟应该如何解读这些简牍，学术界出现了非常激烈的争论。李学勤、庞朴、杨朝

明等均认为，这些简牍证明《孔子家语》并非伪书。最极端的观点以杨朝明为代表，认为

《孔子家语》根本不是伪书，是孔子弟子直接记录的孔子言论，后经孔安国整理为今本，但

因为种种缘故，几次献书均未成功，一直只在孔家内部流传，直到魏晋之际的孔猛，因为

是王肃弟子，将书交给王肃，王肃为之作注，此书才得以广泛流传。⑤另有邬可晶博士，通

过对《孔子家语》、出土文献、其他相关传世文献之间逐篇、逐段深入而详细的对比，证明

《孔子家语》的文本都是在较早文献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且其中犯了很多错误，且根据

对孔安国后序及孔衍上疏的仔细甄别，认为其中存在着许多矛盾，因而，今本《孔子家语》

中的文献都有来源，而且不排除其中部分文本保存了较古老的资料，但就《孔子家语》全

书而言，应该是魏晋时的孔猛所伪撰，王肃也应该知道这些情况，所以王肃伪撰《家语》的

旧说仍然成立。⑥另外，宁镇疆就《孔子家语》也作了长期的研究，他的观点处于这两个极

端说法之间，他认为，根据现有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王肃作伪说已经被抛弃了，但他也

不接受杨朝明所主张的《家语》直接来自孔子及其弟子的说法，他认为今本《家语》不是作

伪成书，而是层累形成的，即历代学者根据较早文献，不断整理编辑而成书。在《家语》的

流传过程中，孔安国的整理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孔安国的整理水平又不是很高，所以

造成了各种问题。⑦

以上就是目前学术界对《孔子家语》的三派看法，各有各的道理。笔者对《家语》全书

没有上述各位学者那样深入的研究比对，不敢妄下判断，但认为可以确定如下几点：第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儒家者言〉释文》，《文物》１９８１年第８期。

韩自强：《阜阳汉简〈周易〉研究》，附录一《阜阳西汉汝阴侯墓一号木牍〈儒家者言〉章题》，上海古籍出版

社２００４年版。

李学勤：《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孔子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２期。

庞朴：《话说“五至三无”》，《文史哲》，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参见杨朝明：《〈孔子家语〉的成书与可靠性研究》，杨朝明、宋立林：《孔子家语通解》前言，齐鲁书社２００９

年版，第３５页。

邬可晶：《〈孔子家语〉成书考》，中西书局２０１５年版。

宁镇疆：《〈孔子家语〉新证》，中西书局２０１７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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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语》中的文献大多出自先秦时期，但难以确定是否系孔子及其弟子所作；第二，今

本《家语》应该经过了两汉至魏晋历代学者的整理编辑，最终成型；第三，虽然不能如杨朝

明那样，用《家语》的材料来修正《礼记》等传世文献，但可以将《家语》文本作为研究《礼

记》文本的重要参考。而这三点，对我们进一步理解《礼运》的文本与义理，都有很大

帮助。

首先，《孔子家语》中对孔子很多弟子年龄的记载都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不同，

特别是有一个系统性的不同，即《家语》中记载的弟子年龄，很多比《史记》中记载的大十

岁，子游即为其中一位。卢梅经过比照和考证，认为《孔子家语》中的记载更恰当，《史记》

中的记载要么是本来就有问题，要么是传抄过程中造成的讹误。①这样，按照《孔子家语》

的记述，子游少孔子三十五岁，而不是四十五岁，孔子做鲁司寇时，他已经是１６～２０岁的

青年，从孔子游已经完全没有问题，则钱穆等人的质疑已经不再成立，《礼运》就有可能是

孔子与子游的对话内容，由子游记录下来的。②我以为，虽然不能确定《礼运》就是孔子与

子游的真实对话，但确定为先秦较早的文献，应该是可以的。孔子弟子的年龄问题，有可

能《家语》或其来源文献有比《史记》更早的资料来源，也有可能就是参照《史记》，但《史

记》传抄讹误导致了现在的问题，虽然不能确定《家语》一定是对的，但像钱穆那样因为年

龄问题而否定《礼运》，已经无法成立了。

经过学者们对《孔子家语》的重新研究，我们更可以重新比照《孔子家语·礼运》来研

究《礼记·礼运》文本。两个版本孰先孰后，历来有不少争论。范家相的《家语证伪》与孙

志祖的《家语疏证》都认为，是《家语》抄袭了《礼记》。③但也有人认为是小戴本有后人掺入

的成分，应该以《家语》校正，《钦定礼记义疏》、任启运、姜兆锡、日本人武内义雄都这么认

为。④杨朝明及其弟子卢梅等认为，两者相比，《礼记》中的文本也保留了一些可修正《孔子

家语》文本的字句，但总体而言，《孔子家语·礼运》的文本应该比《礼记·礼运》更早，《礼

记·礼运》是小戴编入《礼记》时做了修改的，因而加入了原文中所没有的一些内容，最主

要的是，将“小康”之说加了进去，结果对后世影响巨大。按照《孔子家语》中的文本，大同

之世与三代之英并无不同，没有“大同”与“小康”的区别，郑康成之后将大同理解为五帝

之世，小康理解为三代之世，是受到小戴本误导而形成的错误。笔者并不认为是小戴本

抄袭了《家语》本，但他们的研究成果足以纠正李清臣以来，认为《礼运》是伪作，或其中混

①

②

③

④

卢梅：《〈礼运篇〉研究》，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０年，第１４—１５页。

杨朝明：《〈礼运〉成篇与学派属性等问题》，《中国文化研究》２００５年春之卷，第２６—２７页。

范家相：《家语证伪》，卷七，《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９３１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５０页；孙

志祖：《家语疏证》，卷四，《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９３１册，第２２９页。

《钦定礼记义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３０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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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道家思想的说法，更否定了康有为以来的理解。不过，究竟应该如何看待《礼运》的

两个版本，以及如何理解其中表达的历史观，笔者认为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邬可晶对两个版本的详细对比证明，《家语》本是后出的，比较可信。①即使我们接受

杨朝明和宁镇疆的说法，认为今本《孔子家语》虽并不都是王肃伪造，但其中包含了汉人

的整理与增删，是两位先生也并不完全否定的事实。所以，两篇《礼运》之间的差异，不一

定都是因为《家语》本更接近原本，小戴本更为晚出。当然，大小戴编辑《礼记》时，对各篇

常有修改增删，这也是一个没有争议的事实，今所见《小戴礼记》，更加上郑康成所作的整

理诠释。可以说，两篇《礼运》同源于秘府所藏《孔子家语》，我们今天所见的《礼记·礼

运》文本及诠释，乃是经小戴整理、郑康成诠释的本子，而《孔子家语·礼运》，则是可能经

孔安国或孔猛整理、王肃诠释的本子。在一定程度上，两个本子之间的比较，乃是郑、王

之争的一种形态。

大小戴编辑《礼记》，取舍增删是有通盘考虑的。按刘向《别录》，记礼之文２０４篇，大

戴删为８５篇，小戴复删为４９篇。经过大小戴的整理，《礼记》剩下了不到１／４，且其中很

多篇章都修订过。因为毕竟是将不同作者、不同学派，甚至观点可能相冲突的文章统合

到一起，其编辑整理难度远远超过《家语》，中间出现一些疏漏，自是在所难免。更重要的

是，将这些不同学派的文章整理成一个整体，必然已经体现出整理者自己的礼学思想体

系，所以，他们取舍哪篇文章，如何增删，应当不是以“保存文献”的心态来做的，否则就会

尽可能多地将文献收入书中，而是按照作者确定的礼学标准做的。大戴收入８５篇，已经

删去了一多半，小戴又删去了其中一小半，且将大戴中的许多文章做了大幅度的删改。

而郑君遍注诸经背后的思想体系，虽然在琐细的经注中不易辨明，但已经越来越得到经

学研究界的认可。②他之所以选择最后成书的《小戴礼记》作注，更是有三《礼》之间，乃至

群经之间的总体考量。所以，今本《小戴礼记》绝不是一个大杂烩或拼凑的论文集，它之

所以能够长期流传，与其选文精当、增删合理、结构严整、义理贯通的特点有莫大的干系。

即使我们相信作为孔子裔孙的孔安国整理《孔子家语》，他主要的考虑是“惧先人之典辞

将遂泯灭”，他整理的方式也是“以事类相次”，更多是为了保存文献，而非形成体系。王

肃作注，常与郑君立异，自然有了更多经学义理上的考虑。他在《孔子家语序》中明确说

了自己与郑学立异，是考虑到“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客观来讲，王肃的

许多说法确实更符合古义，因而他与郑君不同的地方，却常常与马融相似。不过，《孔子

家语》中既有支持王肃经学观点的许多材料，也有很多不支持他的材料，比如庙制，明显

①

②

邬可晶：《〈孔子家语〉成书考》，中西书局２０１５年版。

乔秀严：《郑学第一原理》，《古典学集刊》，第一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３４９页以下；李霖：

《从〈大雅·思齐〉看郑玄解〈诗〉的原则》，彭林主编《中国经学》第十五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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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更倾向于郑学的说法，由此可见，无论孔安国还是王肃，都没有在义理上系统整理《孔

子家语》。两个版本的《礼运》之间的差别，除了文献流传的原因外，也和整理者的意图有

很大关系。

三、大同小康辨

正是大同小康说，使《礼运》成为最重要的礼学文献之一，其对礼学演进的描述，蕴含

着礼学思想相当根本的内容。如何理解此篇中的大同与小康，需要我们在认真审视《礼

运》文本的基础上完成。

从邵懿辰以来，就不断有人认为《礼运》有错简，最终导致了对大同、小康说的否定，

杨朝明仍然继续了这一理解。我们就先对照两个文本辨析，看大同、小康之说到底是否

《礼运》中应有的内容。

《礼记》的文本：

昔者仲尼与於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

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

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

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

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

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

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

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

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

谓小康。”

《孔子家语》的文本：

孔子为鲁司寇，与於蜡，既宾事毕，乃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言偃侍，曰：“夫

子何叹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与三代之英，吾未之逮也，而有记焉。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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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矜寡孤疾，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不必为人。

是以奸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而不闭，谓之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

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则为己，力则为人。大人世及以为常，城郭沟池以为固。

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而选，未有不谨于礼。礼之所兴，与天地并，如有不由

礼而在位者，则以为殃。”

郑注：“大道，谓五帝时也。”王肃注：“此谓三皇五帝时，大道行也。”二家并无异词。

而邵懿辰说：“先儒泥一‘与’字，以大道之行属大同，三代之英属小康，不知大道之行概指

其治功之盛，三代之英切指其治世之人，‘与’字止一意，无两意，而下句‘有志’、‘未逮’正

谓徒想望焉，而莫能躬逢其盛也，否则有志未逮当作何解？”

《礼记》的“而有志焉”，《家语》作“而有记焉”，“志”即“记”之意，是记载的意思，并没

有邵懿辰所说“徒想望”的意思，今人也很少由此论证的。但卢梅由“志”与“记”两个字认

为，这里说的是三代而非五帝时，因为三代文献较多，五帝时没有什么文献。①以此论证这

一段说的不是五帝时，应该不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据。孔安国传《尚书》，今所传虽为伪书，

但孔子至孔安国都不会认为五帝时毫无文献，以“志”和“记”论证孔子没有说五帝时，证

据不足。

最关键的还是“与”字。邵懿辰认为“‘与’字止一意，无两意”，语焉不详，徐仁甫进一

步澄清：“‘与’本训‘谓’，大道之行也谓三代之英，即‘大道之行也’说的就是三代之英，原

本是一回事，汉人误解‘与’为连词，于是以大道之行为五帝时，以与三代之英并列，这样

就变成两回事了。”②此后永良、杨朝明、卢梅等皆从此说。以‘谓’训‘与’，来自高邮王氏

父子。我们且来看王氏父子是如何阐释这个字的。

《经传释词》卷一的第一个字就是“与”，其中确有训“谓”一条：“家大人曰：与犹谓

也。”其例证有：１．《大戴礼记·夏小正》：“獭兽祭鱼，其比与之兽，何也？曰：非其类也。”

“与之兽”，即“谓之兽”之意。２．同篇“与之室”，亦当训为“谓之室”。３．《大戴礼记·曾子

事父母》：“夫礼，大之由也，不与小之自也。”“与”为“谓”之意。４．李善本《文选》中的《报任

少卿书》：“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王引

之释：“言世人不谓我能死节也。”《汉书·司马迁传》作“不与能死节者比”，五臣本《文选》

作“不能与死节者次”。王氏云：“此皆后人不能晓文义，而妄加增改。”③最后这一条，王念

孙在《读书杂志》中已有讨论，同样引了《夏小正》的例子，另外又增加了两个：５．《韩诗外

①

②

③

卢梅：《〈礼运篇〉研究》，第２３页。

徐仁甫：《〈礼记·礼运篇〉的误解与错简》，《晋阳学刊》１９８５年第２期。

王引之：《经传释词》，凤凰出版社影印本第１卷２０００年版，第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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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子路与巫马期曰。”“与巫马期”即“谓巫马期”。６．《史记·高祖本纪》：“刘季乃书帛

射城上，与沛父老曰。”《汉书》作“谓沛父老曰”。①

王念孙举的例５、例６相当特殊，“与某某曰”解为“谓某某曰”，即“告诉某人说”，并非

如《说文》释“谓”字所说的“论人论事得其实”的下定义之意，自然不可用来解“与三代之

英”。《经传释词》中所收录的四条，确有下定义的意思，这四处按照通常对“与”的理解，

都会文义不通，只能解为“谓”。《经传释词》所收录的，本来就是助词很生僻的用法，“其

易晓者则略而不论”②。且由《汉书》与五臣本《文选》中《报任少卿书》的增字来看，古人是

很少这样用“与”字的，以致无法理解司马迁的那句话。在上述六例之外，恐怕是很难再

找出更多的用例了。但“与三代之英”中的“与”完全不是这样的情况，完全可以训为

“及”，孔子叹息，五帝时和三代的状况，自己虽然没有见到，还是有记载的，文义非常顺

畅；但若训为“谓”，全句变成：“大道之行也，谓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孔子自

己提出“大道之行”的说法，然后又自己解释为“三代之英”，又说未逮与有志，颇为牵强。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定要用生僻而牵强的“谓”来训“与”，实在没有必要。

　　其次是“今”字，孔颖达说：“孔子生及三代之末，故称今也。”此说确不甚妥，所以邵懿

辰抓住这个问题，说：“今大道既隐，以周为今犹可，以夏、商为今可乎？既曰未逮，又曰

今，自相矛盾。”③但邵懿辰并未提出解决方案。杨朝明更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今大道

既隐’的‘今’也不是‘现在’、‘当今’的意思，应该依清人王引之《经传释词》‘今，指事之词

也’为训，强调的是‘大道既隐之后’。‘今大道既隐’泛指三代末世，既指夏、商末世，亦模

糊包含有指孔子所处的时代。”④杨先生如此解“今”，比孔颖达和邵懿辰都要高明许多，反

而与他自己所说的大同小康无别之说有冲突。按照此说，则夏禹之时为大同之世，夏桀

之时为“今”，商汤之时又回到了大同之世，到商纣又到了“今”，文、武、成王、周公时回到

了大同，自周衰到孔子时又是“今”，岂有这样混乱的古今观念？我以为，“今”确实不是简

单的“现在”，而是泛指五帝之后的时代，也并不是小康时代，小康只是“今”的时代一个特

别的时期（详见后）。

邵懿辰提出的其他理由都没有太大的力量，此不赘言。而今人否定小康说最有力的

证据是，《家语》中没有“是谓小康”一句。卢梅说：“戴圣在编纂《礼记》时，不解文意，添入

‘小康’等字，形成了今天的《礼记·礼运》。‘小康’最早见于《诗经》，其《大雅·劳民篇》

说道：‘民亦劳止，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这里的小康之意为‘小安’。戴圣将‘小

①

②

③

④

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第十一》，凤凰出版社影印本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２８页。

王引之：《经传释词·自序》，第２页。

邵懿辰：《礼经通论》，页１８ｂ。

杨朝明：《〈礼运〉成篇与学派属性等问题》，第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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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提升为一个时代的名称置于《礼运》篇中，从而引发了后世学者的种种推断。”①此一

点，《钦定礼记义疏》、任启运《礼记章句》、姜兆锡《礼记章义》等都曾提出过，他们之所以

有这样的质疑，根本上还是在义理上难以接受大同小康之辨中类似于老庄之说的历史

观，以及礼的非永恒性，但因为当时多数人相信《家语》是伪书，所以虽然多人有疑问，影

响并不大，但今人在试图为《家语》翻案的时候，这一说法自然更有杀伤力。我们首先从

两个方面来看“是谓小康”是否应该在文本当中。第一，从文字上看，“是谓小康”是否不

应该存在？第二，从文义上看，“是谓小康”是否显得突兀。

从文字上看，《家语》本没有小康一句，是很多学者否定小康说的文本原因，但因为并

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家语》本一定在先，所以要证明《家语》本在文本上是正确的，必须

证明“小康”就不应该存在于文本中。任启运和日本学者武内义雄都提出了他们的猜测。

任启运认为，后文有“是谓大顺”之说，“大同”应与“大顺”并列②；武内义雄又认为，贾谊

《新书》中将“小康”与“大康”相对，这才是更合理的文字。③

但细读《礼运》的两个版本，我们发现，在两个文本中，“是谓某某”的句式都贯穿了通

篇，在《礼记》本中，不仅有“是谓大同”“是谓小康”，而且随后还有“是谓承天之佑”“是谓

合莫”、“是谓大祥”（这三处《孔子家语》中无，这一段被编入《问礼》，只有“是谓大祥”，而

杨朝明认为，《礼记》的编排应该是对的④）、“是谓大假”（《孔子家语》作“大嘉”）、“是谓幽

国”、“是谓僭君”、“是谓胁君”、“是谓乱国”、“是谓君与臣同国”、“是谓制度”、“是谓天子

坏法乱纪”、“是谓君臣为谑”、“是谓疵国”、“是谓大顺”等语，其中既有许多正面的说法，

也有“是谓幽国”“是谓僭君”等负面的说法。在全文结束时，确实特别突出顺的概念，但

还不足以使“大顺”成为与“大同”呼应和并列的概念，“大祥”“大嘉”等似乎都是类似的说

法。因而，“是谓某某”是贯穿《礼运》全篇的句式，在“是谓大同”之后有“是谓小康”，在文

法上完全是可能的。在所有这些“是谓”的句式中，只有首章的“大同”“小康”是在总括地

谈礼之历史观，因而两者特别突出，而成为相互呼应的两个概念，并无不合理之处。倒是

《家语》本中，“是谓大同”作“谓之大同”，似乎与其他的“是谓某某”相区别，而被突出出

来，不大可能与“是谓大顺”相呼应。文中的“是谓某某”的各个句式参差不齐，不仅对仗

不那么工整，字数也常常有多有少，“大同”未必对“大顺”，“小康”更没有必要对“大康”。

从文字上看，“是谓小康”的存在完全是合理的。

①

②

③

④

卢梅：《〈礼运篇〉研究》，第２１页。

任启运：《礼记章句》，乾隆三十八年清芬堂刻本，卷九之二，页２２ｂ。

武内义雄：《〈礼运〉考》，收入内藤虎次郎编，江侠庵译，《先秦经籍考》（上），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１年版，第

２０８页。

杨朝明：《〈礼运〉成篇与学派属性等问题》，第２６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